
　　社会
２０１３·３
ＣＪＳ
第３３卷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研究

王　鹏　吴愈晓

＊作者１：王　鹏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　１：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ｓｄｕ．ｅｄｕ．ｃｎ；作者２：吴愈晓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　２：ＷＵ
Ｙｕｘｉａｏ，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本研究受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社会性别视角下教育对社会流动
的影响研究”（ＥＦＡ１１０３４４）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资助。［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ＥＦＡ１１０３４４），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Ｆｉｖｅ”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本文的初稿曾在２０１２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当代社会分层及其后果”论坛上报告。感谢

《社会》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和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６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使用事件史

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

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

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

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

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

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

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

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

户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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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初婚年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中婚姻和家庭的变迁，而且
会对国家的人口再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其变化趋势并寻求
其社会经济根源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初婚年龄呈现了明

显的上升趋势（Ｍ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５；Ｒａｙｍｏ，２００３），与此相对应，女性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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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的参与和收入迅速增长（Ｓｗｅｅｎｅｙ，２００２）。这种现象引发了学
者们的极大兴趣，即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否可以解释初婚年龄的变
化？对此，学界存在下列三种观点。（１）将初婚年龄的推迟归因于女性
经济的独立（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３；Ｔｅａｃｈｍ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假定性别角色分
工所带来的男女两性的相互需求是结婚的主要动力，职业前景较好和
经济资源较丰富的女性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减少，从而导致了
结婚年龄的延迟。该观点在一些跨国的经验研究（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１９９５；

Ｏｎｏ，２００３）中得到了修正，即认为在性别角色严重分化的社会中，女性
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更有可能推迟结
婚年龄。（２）强调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在客
观上推迟了初婚年龄（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Ｈｕｉｎｉｎｋ，１９９１；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Ｓｗｅｅｎｅｙ，２００２；Ｒａｙｍｏ，２００３）。（３）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
初婚年龄有显著的影响。许多经验研究表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
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Ｇｉｅｒｖｅｌｄ，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Ａｘｉｎ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１９９２；Ｓｏｕｔｈ，２００１）。可见，除了少数研究（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

１９８６；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Ｓｗｅｅｎｅｙ，２００２），大多数研究对男性
的婚姻行为是忽视的，而对婚姻行为中性别差异的关注则更少。
国内关于初婚年龄的研究主要围绕女性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而展

开（王跃生，２００５；赵旋，１９９３；陈友华，１９９１），少数研究则基于局部地区
的数据资料，从宏观因素（如人口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婚姻观念等）或
微观因素（如外出经历、社会网络等）探讨初婚年龄变化的原因（王跃
生，２００５；叶文振，１９９５；郑真真，２００２；靳小怡等，２００５；刘利鸽、靳小怡，

２０１１）。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迁，在此过程中，女性的教

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否会影响其初婚行为，尚缺
乏相应的经验研究；其次，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假设，家庭背景对个人婚
姻行为的影响日趋式微，这能否得到中国经验的证明？再者，上述因素
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

长期作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巨大差异，城乡户
籍居民的个人生活，如教育、职业、婚姻等方面也深受影响，因此，有必
要从城乡户籍两个层面对初婚时间进行研究。另外，已有研究表明，农
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着更大的劣势（刘利鸽、靳小怡，２０１１；齐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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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建林，２０１２）。这种婚姻挤压现象，是否关乎人口性别比，尚需结合上述
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初婚行为的影响机制作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利用２００６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事件史分

析方法，试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个人教育和职业对初婚年龄有何作
用，家庭背景对个人初婚年龄有何影响，以及上述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
对初婚年龄的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个人教育与初婚年龄
个人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教育程

度的提高，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结婚年龄（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１９８６；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Ｈｕｉｎｉｎｋ，１９９１；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Ｓｗｅｅｎｅｙ，２００２）。如果说，完成学校教育是向成年人转变的一个重要
标志（Ｍａｒｉｎｉ，１９８５），那么，婚姻则通常被看做是正式进入成年状态。婚
姻角色不但要求个人在经济上独立，而且要与另一个人保持亲密关系，
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在经济上大多依赖父母，而且学业
要求较高，学生角色与婚姻角色存在不相容性，加之倘若退学结婚所带
来的高昂的机会成本，使得人们期望学生先完成学业，再去承担婚姻和
家庭的责任（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基于上述理论推理，本文提出：
假设１ａ：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大。
第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教育程度的增加意味着信息、技能的积

累和学历的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就越高。
根据“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３；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１９８６；Ｐｒｅ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１９７５），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的生产与再生产，男性则致力于劳动力
市场的工作，具有不同相对优势的、收入差异较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
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婚姻的主要收益就
来自于性别角色分工所导致的配偶之间的相互依赖。
因此，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

高，独立支撑一个家庭的能力越强，从而增加他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
力。许多研究表明，男性潜在收入对其进入婚姻有着显著的正面效应
（Ｃｏ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Ｈｏｇａｎ，１９９１；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１９８６；Ｌｌｏｙｄ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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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ｔｈ，１９９６；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Ｓａ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ｅｎ，１９９９；

Ｓｗｅｅｎｅｙ，２００２；Ｘ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而随着女性教育地位的提高，她们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减少，这就
推迟了女性的初婚年龄。
国内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城镇不同学历层次上，大

学以上的教育收益率是最高的（李实、丁赛，２００３）。教育回报率的性别
差异研究表明，女性明显高于男性（郝大海、李路路，２００６）。女性受教
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
本越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年龄。
由此得出：
假设１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要大于男性。
第三，在婚姻匹配的经验研究中，教育是一个常用变量，因为它同

时反映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许多研究表明，在工业化
国家，教育的同类婚现象相当普遍（Ｋａｌｍｉｊｉｎ，１９９１；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ｏｎ，

１９９３；Ｒａｙｍｏ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００）。中国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也表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初婚夫妇教育的同质性呈现了不断增强的特征（张翼，

２００３；李煜，２００８，２０１１；齐亚强、牛建林，２０１２）。结构理论（Ｂｌａｕ，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２）对这种现象做了解释，即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相似社会地
位的男女相遇的机会更大，而在生命历程中遇到具有同等资历的潜在
配偶的机会又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２００９）。
但是，教育的同类婚又因性别而呈现差异。根据性别角色专业化

模型，男性是家庭经济的支撑者，而女性主要承担家庭内部的劳动。因
此，在性别分工更为传统的社会中，女性倾向于寻找教育程度和社会经
济地位高于自己的配偶，而男性恰恰相反。这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经
验证明（Ｋａｌｍｉｊｉｎ，１９９８；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２００９）。
在中国，男性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女性，城市户籍居民的平均教育

水平高于农村户籍居民，这种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在高等教育的层次
上尤为明显（下文的表１说明了这点）。从婚姻匹配的角度来看，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寻找配偶的范围小于男性，这可从另一个侧面推
论———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推迟效应要大于男性。农村户籍男性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户籍男性，尽管农村户籍女性的择偶对
象并不局限于农村户籍男性，但已有的研究表明，户籍匹配在婚姻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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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户籍制度松动之前（齐亚强、牛建林，

２０１２）。因此，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农村户籍女性遇到同等或更高资历
男性的机会要低于城市户籍女性。由此得出：
假设１ｃ：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

户籍女性。

（二）职业与初婚年龄
稳定的职业生涯对初婚年龄有着重要的影响。奥芬海默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８８，１９９７）认为，性别的专业化角色通过影响婚姻匹
配过程而造成了结婚时间的性别差异。
对于女性而言，稳定的职业使其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工作不仅减少

了女性对未来配偶的依赖，使其不必为了寻找经济依靠而不得不早结
婚，而且还降低了对父母的依赖，从而减少了父母对女儿施加早婚的压
力。同时，如前所述，由于女性倾向于寻找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配
偶，因此，女性的职业地位越高，对未来配偶在教育背景、经济能力和生
活方式等方面的期望会越高，择偶的范围可能会越小，寻找配偶的过程
也会更长。
对于男性来说，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支持，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

对其结婚年龄有重要的影响（Ｂｅｎｎｅｔｔ，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Ｌｉｃｈｔｅｒ，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ｏｎ，１９９３；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ｏｙｄ，１９９２）。男性职业发展
越困难，发展过程越拖延，结婚年龄越可能推迟；相反，男性职业发展越
顺利，结婚年龄越可能提前（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由此得出：
假设２：职业地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即对男性的初

婚年龄有提前效应，对女性的初婚年龄有推迟效应，且同时适用于城市
户籍和农村户籍居民。

（三）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与初婚年龄
第三种理论解释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本

文将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简单划分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兄弟
姐妹数目。许多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
越晚（Ａｘｉｎ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１９９２；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Ｈｕｉｎｉｎｋ，１９９１；Ｓｏｕｔｈ，２００１）。
父母受教育程度经常被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

家庭文化资本会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这由布迪厄和帕斯隆（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１９７７）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提出，也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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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李煜，２００６；Ｗｕ，２００８），即父母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
育期望也越高，则子女在教育获得上越享有优势。在上文的讨论中，我
们认为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有着推迟的作用。基于此，父母的教育程
度会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而间接地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

应。由此得出：
假设３ａ：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大。
父辈职业地位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１）父母

的经济资源可帮助子女建立新家，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所
获得的经济帮助越多，在婚姻市场越处于有利的位置，结婚年龄可能会
越小（Ｍ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ｓ，１９９９；Ｋａｌｍｉｊｎ，２００４）。（２）父母职业会影响代
际关系的价值观和实践模式。经验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其职业位置和经验的影响，这可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验
来解释。受教育程度越高，观念越开放，看问题的视角也多元化；职业
经验越自由，越倾向于自我引导（Ｋｕｈ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１９６９）。这种价值
观的区分又会被带入家庭生活，即如果父母职业主要是自我指导的，那
么他们与子女的相处更加平等，更尊重孩子的自我导引；如果父母职业
更看重遵从权威，那么与孩子相处时往往更倾向于运用父母的权威
（Ｋｕｈｎ，１９７６）。
在已有的关于父母职业与子女初婚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技术

类与管理类是作为同一类职业与其他职业进行比较的（Ｓｗｅｅｎｅｙ，

２００２；Ｒａｙｍｏ，２００３）。但是，根据父母职业与代际关系的研究，我们认
为，管理类和技术类的职业经验会有所不同，并进一步影响与子女的关
系；另外，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
制中，管理人员（包括政府机关、事业、企业、社会团体单位负责人）比技
术人员（包括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文化、教育、商业、政法等专业
人员）享有更大的利益（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因此，本研究将父亲的
职业划分为管理类、技术类和非技术非管理类。其中，技术类职业者的
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职业经验的自由度也最高；管理类职业者的经验
更强调对权威的服从，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最丰富。我们认为，从事技
术类职业的父母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尊重和自我引导，而从事管理类职
业的父母对子女更偏向于控制和支配。由此得出：
假设３ｂ：父亲的职业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不同的效应，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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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类职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提前效应，技术类职业对子女的初婚
年龄产生推迟效应。
另外，相比城市而言，中国农村中的传统家庭文化对代际关系的影

响更为深刻，掌握家庭财产权的父亲更愿意使用权威，让子女处于依附
和服从的状态。并且，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有着强烈的性别倾向，即对
儿子的偏好，要求儿子早日成婚并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尽管城乡居
住地与户籍并非完全吻合，但由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绝大多数属于农
村户籍，由此推断：
假设３ｃ：父亲职业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

异，即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子女初婚年龄有提前效应，农村户籍大于
城市户籍，男性高于女性。
尽管在以往研究中，兄弟姐妹数目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没有得

到证实（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１９９１），但是兄弟姐妹数目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得
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共同的发现是兄弟姐妹数与儿童的教育获得
呈反向关系（Ｂｌａｋｅ，１９８１；Ｄｏｗｎｅｙ，１９９５）。资源稀释假设（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经常被用于解释这种现象。该假设认为，家庭的资
源是有限的，子女数目越多，分配到每一位子女的资源就越少，因而子
女的教育获得就越差（Ｂｌａｋｅ，１９８１）。根据这一假设，我们认为，在中
国，家庭资源直接与家庭住房空间相关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无论是
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住房都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之
一，人们所拥有的权力、收入和职业会影响住房的面积和质量（边燕杰、
刘勇利，２００５）。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是稀缺性资源，普通职工
的住房面积相当小，只有少数有权力、有资历、有技术或社会资本充裕
的人才能分配到面积大的住房，所以，年轻人分配到住房的可能性较
小，男性在结婚后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很常见。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城
市住房紧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住房面积与质量直接与收入联系在
一起，城市中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如果没有充裕的购买能力，住房空间
仍然紧张。因此，对于城市户籍居民而言，兄弟姐妹越多，家庭成员的
住房空间就越小，达到结婚年龄的成员，尤其是女性就有可能被要求尽
早结婚，离开父母家庭。在农村户籍居民中，住房几乎没有受到再分配
体制的影响，儿子结婚是可以通过自建房屋来拓展家庭住房空间的，住
房商品化改革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也远不及城市户籍居民，兄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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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数目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可能不太明显。据此得出：
假设３ｄ：兄弟姐妹数目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户籍差异，即城市

户籍家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对于农村户籍家庭，该变量的
影响则不明显。

三、数据、方法与变量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２００６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数据。该调

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覆盖了中国内地２８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调查对象的年龄介于１８－６９岁之间，样本量为１０　１５１
个。该调查收集了大量关于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经历、职业经
历与婚姻经历的信息，比如，包括受访者第一份工作或劳动前的最高教
育程度、受访者１８岁时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第一次结婚时本人与父
亲的户籍及职业情况等。由于本研究关注研究对象的教育、职业和家
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上述发生在初婚前的信息是很
有意义的，因此是一个合适的数据资料。虑及１９４９年以前出生者的初
婚事件相对发生较早，本文主要选取１９５０－１９８８年的出生者作为研究
对象，得到有效样本量为８　３４２个。

（二）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分析，旨在描

述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以及不同性别、出生年代、教育程度和城
乡户籍之间进入初婚的风险函数的差异；第二部分使用事件史的分析
方法（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简称ＥＨＡ模型），估计教育、职业和
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ＥＨＡ模型不仅估计事件
（ｅｖｅｎｔ）发生与否，而且将事件发生前的时间也考虑在内，同时这种方
法可以有效处理数据的截删问题（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因此，它在
对初婚年龄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在本研究中，事件指是否进入初婚，
而事件发生前的时间指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具体地说，我们将分析的
初始时间设定为１６岁，截止时间为第一次结婚时间，直至２００６年仍未
进入婚姻的个案则被右截删（ｒｉｇｈｔ－ｃｅｎｓｏｒｅｄ）。赫恩（Ｈｅｒｎｅｓ，１９７２）对
进入初婚过程与进入初婚时间的风险函数做了理论解释，他认为，进入
婚姻的过程是一个时间依赖（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过程，进入初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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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风险函数是一个钟形曲线（ｂｅｌｌ－ｓｈａｐｅｄ　ｃｕｒｖｅ），或者说近似于
正态曲线。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某一特定年龄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
当同龄人中已婚者比例越来越大时，未婚者的结婚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因此结婚的风险率会上升；另一方面，超过一定年龄之后，随着年龄的
增加，社会吸引力逐渐下降，未婚的同辈人也越来越少，结婚风险率开
始逐渐下降。国外许多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Ｃｏａｌｅ，１９７１；

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Ｈｕｉｎｉｎｋ，１９９１）。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显示（见图１），在中
国，进入婚姻的风险函数也是一个近似于钟形曲线的分布。基于以上
原因，本研究使用ＥＨＡ模型中的一种参数模型———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来
估计影响进入婚姻的因素，该模型就是为估计风险函数分布为钟形曲
线的数据而设定的（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ｏｈｗｅｒ，２００２；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１该模型的方程是：

ｒ（ｔ）＝ １ｂｔ
（ｚｔ）
１－Φ（ｚｔ）

ｂ＞０，　ｚｔ＝ｌｏｇ
（ｔ）－ａ
ｂ

ｌｏｇ（ｔ）＝β０＋β１ｘ１＋…＋βｋｘｋ＋ε
其中，ｒ（ｔ）是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风险函数，（ｚｔ）是标准正态密度函数，Φ（ｚｔ）
是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ｔ是指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而言，事件发生
（此处指初婚）前的时间，ｘ１…ｘｋ 是指所有的解释变量，β１…βｋ 则是指
每个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

１．为了进一步检验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是最为合适的模型，我们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还尝试了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Ｇｏｍｐｅｒｔｚ模型、Ｃｏｘ模型和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模型，并通过ＬＲｔｅｓｔ方法进行模型比
较，结果显示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的拟合是最优的。

图１：进入初婚的风险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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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
１．因变量　由于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是加速失败时间模型（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ｍｏｄｅｌ）中的一种，该模型估计的是事件发生前的时间，根
据上述模型设定，本研究因变量是初婚前时间的自然对数。

２．性别和户籍　性别和户籍状况是虚拟变量（男性＝１，农村户口

＝１），它们反映了不同性别、户籍之间的差异。分为未婚样本（包括未
婚和同居）与已婚样本（包括已婚、分居、离异和丧偶），其中未婚样本是
目前户籍，已婚样本是初婚时的户籍。

３．教育程度　教育在工业化社会中是职业成功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且反映了影响个体择偶倾向的文化资本（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２００９）。本文使
用被访者最高学历作为操作化指标，即小学或以下（参照类）、初中、高
中（或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或以上共四类。其中，未婚样本是目前最
高教育程度；已婚样本中如果最高学历是在参加工作或劳动之后获得
的，则使用第一份工作或劳动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因为大多数人是在获
得第一份工作之后结婚的，仅少数人（在读硕士或博士）先结婚后工作，
这一部分人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样本中所占比例极低。

４．职业　一个人获得的职业等级经常被用于测量其社会地位的
高低。本研究中，职业被操作化为三类：非管理人员和无技术职称人
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非管理人员和无技术职称人员为参照类。
其中，未婚样本是目前职业，已婚样本是初婚时的职业。

２．关于该变量，笔者对比了“１０岁时健在的兄弟姐妹数”和“目前仍健在的兄弟姐妹数”，结果
差异极小。也就是说，对于已婚样本而言，绝大多数人目前与第一次结婚时的兄弟姐妹数目
是一致的，所以对于未婚样本和已婚样本我们均使用了“目前仍健在的兄弟姐妹数”。

５．家庭特征变量　由于父辈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本研究用父母
的最高教育程度来测量（高中及以上＝１，高中以下＝０），即该变量是被
访者１８岁时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经
济地位，包括非管理人员和无技术职称人员（参照类）、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三类。其中，未婚样本是父亲目前职业，已婚样本是初婚时父亲职
业；兄弟姐妹数反映了家庭规模，是连续变量。２

６．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可能会影响初婚年龄的结构性因素，即民
族和出生年代。其中，民族为虚拟变量（汉族＝１），反映了汉族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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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间的差异；出生年代是一个类别变量（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１，１９６０－
１９６９年＝２，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３，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４，模型中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为
参照组），它反映了影响初婚年龄的世代效应，同时也能部分控制因国
家婚姻政策改变（如１９７３年的晚婚晚育政策，以及１９８０年的《婚姻法》
对法定婚龄的调整）对进入初婚年龄所造成的影响。３

四、分析结果

虽然本研究的核心是教育、职业与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
龄的影响，但对于其他影响因素也会报告并作相应讨论。

３．关于控制因婚姻政策改变对进入初婚年龄的影响，一个较为准确的做法是直接根据初婚
年龄来进行分段，但是由于我们研究的样本中有许多人在数据收集的年份（２００６）从未结婚，
而这一部分人是无法根据初婚年份来归类的，因此我们使用同期群分类作为代理。

４．由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样本数量较小，平均初婚年龄的测量误差可能较大，但基本趋势与“五
普”是一致的。

图２：城乡户籍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趋势

（一）描述统计分析
图２展示了城乡户籍居民在不同时期的平均初婚年龄趋势。４总体

而言，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要大于女性，城市户籍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
要大于农村户籍居民。１９６７－２００６年，已婚男性和女性，无论户籍在
城市还是农村，平均初婚年龄都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平均初婚年龄的
趋势在不同时代也发生着变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末，城乡
户籍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持续上升；８０年代与７０年代末相比，城乡户
籍居民平均初婚年龄呈下降趋势；９０年代后，城乡户籍居民平均初婚
年龄总体趋势是在波动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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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城市户籍

女性 男性

农村户籍

女性 男性

民族

　汉族 ０．９４６（０．２２６） ０．９５４（０．２１０） ０．９１８（０．２７４） ０．９０９（０．２８８）

　少数民族 ０．０５４（０．２２６） ０．０４６（０．２１０） ０．０８２（０．２７４） ０．０９１（０．２８８）

出生年代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０．２５７（０．４３８） ０．２４５（０．４３０） ０．２４６（０．４３１） ０．２７９（０．４４８）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０．２８５（０．４５２） ０．２９８（０．４５７） ０．３２７（０．４６９） ０．３１９（０．４６６）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０．２５０（０．４３３） ０．２５３（０．４３５） ０．２８１（０．４５０） ０．２３７（０．４２５）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０．２０８（０．４９９） ０．２０５（０．４９８） ０．１４６（０．４８８） ０．１６６（０．４９７）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０．０８０（０．２７１） ０．０６０（０．２３７） ０．５０６（０．５００） ０．３２３（０．４７０）

　初中 ０．３０９（０．４６２） ０．２７８（０．４５０） ０．３７０（０．４８３） ０．４７２（０．４９９）

　高中（中专、技校） ０．４０２（０．４９０） ０．４０９（０．４９２） ０．１０７（０．３０９） ０．１８１（０．３８５）

　大专及以上 ０．２０９（０．４０７） ０．２５４（０．４３６） ０．０１８（０．１３２） ０．０１９（０．１３６）

职业

　非技术非管理类 ０．８４３（０．３６４） ０．７２５（０．４４７） ０．８７８（０．３２８） ０．８３８（０．３６９）

　技术类 ０．０９５（０．２９４） ０．１４８（０．３５５） ０．１０６（０．３０８） ０．１０６（０．３０７）

　管理类 ０．０６２（０．２４１） ０．１２７（０．３３３） ０．０１６（０．１２６） ０．０５７（０．２３２）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０．７５７（０．４２９） ０．７３３（０．４４３） ０．９５９（０．１９８） ０．９４９（０．２２０）

　高中及以上 ０．２４３（０．４２９） ０．２６８（０．４４３） ０．０４１（０．１９８） ０．０５１（０．２２０）

父亲职业

　非技术非管理类 ０．７０５（０．４５６） ０．７０４（０．４５７） ０．８１１（０．３９２） ０．８２３（０．３８２）

　技术类 ０．１１９（０．３２４） ０．１２２（０．３２７） ０．１４７（０．３５４） ０．１３０（０．３３６）

　管理类 ０．１７７（０．４５６） ０．１７４（０．４５７） ０．０４２（０．３９２） ０．０４７（０．３８２）

兄弟姐妹数目 ２．３１３（１．８３０） ２．１６０（１．７９７） ３．３０６（１．８４８） ２．９９０（１．８２７）

样本数量 ２　０４４　 １　７９８　 ２　５２７　 １　９７０

　　注：括号里的数字是标准差。

５．该差异经卡方检验显著。

　　城乡户籍居民在教育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
别。５城市户籍居民的教育程度、父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以
及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户籍居民。
图３显示了１６岁至初婚年龄不同性别、户籍、出生年代和教育程

度进入婚姻的风险函数差异。可见，女性进入婚姻的风险率高于男性，
即女性初婚年龄小于男性；农村户籍居民进入婚姻的风险率高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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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居民，即农村户籍居民初婚年龄会更小；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风
险率明显低于其他教育程度，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初婚年龄会更大；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出生人口进入婚姻的风险率低于其他年代，表明该出生年
代人口初婚年龄最大，而５０年代出生人口进入婚姻的风险率略低于

６０年代，可能是受到了婚龄政策的影响。

图３：进入初婚的风险函数

（二）初婚年龄的决定因素
通过事件史分析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所估计的初婚年龄决定因素，报

告分城乡户籍，各自包括三个模型：所有样本模型、男性样本模型和女
性样本模型。由此可以估计各因素对总体初婚年龄效应并比较它们对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作用的差别（见表２）。
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性别系数分别是０．２０８和０．２４１，且均在

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男性比女性１６岁至第
一次婚姻的时间（即生存时间）更长，即初婚年龄更大。
汉族与其他民族居民相比，进入初婚前的时间有显著差异；汉族居

民进入初婚前的时间更长，初婚年龄更大。
以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为参照群体，“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的回归系数为

负数且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在男性居民中，“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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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中国城乡户籍居民初婚年龄的决定因素（事件史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

变量
城市户籍

所有样本 女性 男性

农村户籍

所有样本 女性 男性

性别（男性＝１） ０．２０８＊＊＊ ０．２４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民族（汉族＝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１）

出生年代ａ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７ －０．１３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２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８）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３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８）

教育程度ｂ

　初中 ０．２２７＊＊＊ ０．３３１＊＊＊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６＊＊＊ ０．１９２＊＊＊－０．０６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８）

　高中（中专、技校）０．３４０＊＊＊ ０．４４３＊＊＊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９＊＊＊ ０．４０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大专及以上 ０．５１８＊＊＊ ０．６７７＊＊＊ ０．３３０＊＊＊ ０．７６６＊＊＊ ０．９２１＊＊＊ ０．５３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１）

职业ｃ

　技术类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管理类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３）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５）
父亲职业ｄ

　技术类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３）

　管理类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８）

兄弟姐妹数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常数项 １．７８４＊＊＊ １．６５５＊＊＊ ２．１７０＊＊＊ １．７００＊＊＊ １．５７３＊＊＊ ２．１２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０）

ｌｎ＿ｓｉｇ＿ｃｏｎｓ －０．８４９＊＊＊ －０．８５１＊＊＊ －０．８６０＊＊＊ －０．６８４＊＊＊ －０．７０３＊＊＊－０．６８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观测值 ３　８３７　 ２　０４０　 １　７９７　 ４　４６５　 ２　５０１　 １　９６４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２０３１．７５ －１０８２．９６ －９２８．８０ －３１７２．８２ －１７４１．２６－１３８６．７３
　　注：１．＋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ａ参照群体为“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ｂ参照群体为“小学及以下”，ｃ参照群体
为“非技术非管理类”，ｄ参照群体为“非技术非管理类”。

３．括号中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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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为负数且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上述数据表明，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出生人口相比，６０、７０年代出生的人口进入初婚前的时间更短，即
初婚年龄更小；在城市户籍居民中，“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的回归系数为正
数，表明５０年代出生的人比８０年代出生的人的初婚年龄更大。
在控制民族、地区特征和出生年代等变量后，教育、职业和家庭社

会经济特征对城乡户籍的效应呈现如下特征：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
历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且学历越高，回归系
数越大，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大，假设１ａ成立。在城市户
籍女性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者相比小学学历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
延长了５６％；６在城市户籍男性中，高中学历者相比小学学历者进入初
婚前的时间延长了２３％。农村户籍女性的学历越高，初婚年龄越晚，
如高中学历者相比小学学历的农村户籍女性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延长了

４９％；在农村户籍男性中，初中学历者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在０．０１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初中学历者比小学学历者的初婚年龄更小。而高中
学历的效应是正的，表明高中学历者的初婚年龄比小学学历者要大，但
统计不显著。以上分析显示，无论是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教育程度
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是存在性别差异的，７该效应对女性的影响要
大大高于男性，假设１ｂ成立。

６．计算公式为ｅｘｐ（０．４４３）－１，下同。

７．经检验，教育和性别两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在统计上显著。

８．经检验，教育和户籍两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尽管许多人接受过高等教
育之后转变为城市户籍，但在本研究的样本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保持着农村户籍。

大专及以上学历对男性（包括城市和农村户籍）的回归系数为正数
且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
延长的作用。城市女性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与小
学学历者相比推迟了９７％，而农村女性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相比小
学学历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则延长了１５１％，可见，高等教育对女性婚
龄的推迟效应存在户籍差异，农村户籍女性婚龄的推迟效应要大于城
市户籍女性，８假设１ｃ成立。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在城市户籍居民中，技术类职业的效应是负

的，管理类职业的效应是正的，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农村户籍男性的技
术类职业的回归系数是负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男性从事技术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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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缩短了７％，即提
前了初婚年龄，假设２部分成立，即职业地位的提高对男性的初婚年龄
有提前效应。
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中，父母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上的，对城市

户籍，尤其是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推迟效应，但在农村户籍中
不显著，这很可能是父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低（在表１中，约为

０．４％）所导致的。因此，假设３ａ部分成立，即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
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初婚年龄越大。

９．经检验，父亲职业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１０．经检验，父亲职业与户籍的交互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１１．经检验，兄弟姐妹数目与户籍的交互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技术类职业者对子女初婚年龄的效应在总体上均为正数，且在统计上
显著，表明父亲从事技术类职业者相比对子女的初婚年龄有推迟效应。管
理类职业对男性初婚年龄效应为负数且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父亲
从事管理类职业者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者会缩短儿子进入初婚前的

时间，即对儿子的初婚年龄有明显的提前效应，假设３ｂ部分证明。分性别
看，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对男性的效应是显著的，对女性则不显著，表明
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是存在性别差异的。９分城
乡户籍看，该变量对城市男性的回归系数是－０．０６３，意味着父亲从事管理
类职业者使得儿子进入初婚前的时间缩短了约６％；该变量对农村户籍男
性的回归系数是－０．１００，意味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使得儿子进入初
婚前的时间减少了１０％，因此，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对农村户籍男性的
提前效应要大于城市户籍男性，１０假设３ｄ成立。
兄弟姐妹数对于城市户籍样本的效应为－０．０１６且在０．００１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进入初婚前的时间缩减２％，即
在城市户籍居民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特别是对女性初婚
年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对农村户籍不显著，表明在农村户籍居民中，
兄弟姐妹数对初婚年龄没有影响。因此，兄弟姐妹的数目对初婚年龄
的影响是存在户籍差异的，１１假设３ｄ成立。

五、总结与讨论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着重探讨了教育、职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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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果
部分支持了目前许多工业化国家关于教育、家庭背景与初婚年龄之间
关系的主要假设，同时基于中国的数据也有新的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初婚年龄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初婚年龄普

遍小于男性，用性别角色专业化的视角解释，即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供
养者，其结婚时间与职业生涯密切相关，较早结婚会影响他完成教育、
职业训练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而作为一个承担传统家庭角色
的女性，婚姻匹配所需要的各种女性特征在年轻时的优势更为明显，而
且家庭生产技能在父母家庭中也能够习得（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８８）。
初婚年龄也根据出生年代而表现出差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生人

口比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初婚年龄更大，这验证了已有的经验研究，即
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初婚年龄是逐步上升的（Ｍａ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５）；５０年代出生人口的初婚年龄较大，与人口政策的变化有很大关
系。１９７３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明确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
生育政策，其中“晚”是指男２５周岁以后、女２３周岁以后结婚，女２４周
岁以后生育（汤兆云，２００８）。因此，在这一时期（正值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出生者的婚龄期）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有所提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
是一致的（张翼，２００６）。１９８０年，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了法定结婚
年龄，男为２２周岁、女为２０周岁，这一年龄相比“晚、稀、少”政策所提
倡的婚龄有所降低，因此，６０年代的出生者相比５０年代的出生者平均
初婚年龄有所提前。
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户

籍差异。首先，无论在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居民中，教育程度对女性
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均大于男性。该结果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较高的教育程度与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联系在一
起，这在客观上推迟了初婚年龄；教育程度的提高还意味着人力资本和
在劳动力市场预期收益的增加，据已有研究显示，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明
显高于男性，因此，受高教育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年龄。其
次，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
这可能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男性精英纷纷从农村流向
城市，农村婚姻市场上的高教育程度的男性比较稀缺。尽管农村户籍
女性的择偶对象并不局限于农村户籍的男性，但是户籍匹配在婚姻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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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现有户籍松动之前，导致农村
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很难找到教育匹配的配偶。在本研究中，技术类职
业者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者，对于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
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这表明，在农村，职业地位的提高会增加男性在
婚姻市场的吸引力。
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也有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和

户籍差异。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
越大，这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一致。父母的教育程度代表了
家庭的文化资本，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价值观和信仰等间接地对
其初婚年龄产生推迟的效应。该变量在农村户籍居民中没有表现出显
著的效应，这可能是在我们的农村户籍样本中，父母接受过高中及以上
教育的比例很低所导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户籍之间不均
衡的受教育状况。另外，在城市户籍居民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
越小，这可能与城市家庭住房资源相对稀缺有关。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无论对于城市户籍居民还是农村户籍

居民，父亲从事技术类职业者对子女的初婚年龄有推迟效应，而父亲从
事管理类职业者对儿子的初婚年龄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该效应对
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职
业经验会影响代际关系的价值观和实践模式，管理类职业比较看重子
女对父亲权威的遵从，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希望子女，特别是儿子尽早
成婚；另一方面是由于管理类职业相比其他职业掌握着更丰富的经济
资源和社会资源，也能够为子女结婚提供物质帮助。这一发现不仅补
充了工业化国家关于父母职业与子女初婚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
以此可以回应现代化理论关于婚姻的假设，即在传统社会特征更为显
著的农村，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的差异会对个人的初婚年
龄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初婚年龄不仅涉及个人的婚姻选择，还
与社会分层、户籍制度、城乡结构等宏观因素联系在一起。与国内关于
婚姻匹配的研究相一致，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缺乏良好职业和家庭
背景的农村男性，有可能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
当然，上述影响初婚年龄的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在不同时代所产

生的作用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人口政策和婚姻家庭观念
等而有所差异，今后尚需结合年代的变迁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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